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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清代“十三行”名稱的雙重涵義

與廣州商館區之形成

趙春晨* 陳享冬* *

   * 趙春晨，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陳享冬，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提起“十三行”，今人一般都會將其視為

清代廣州行商、或曰“十三洋行”的稱謂。學

術界有關十三行的論著，也多側重於行商及其

經濟活動的研究。實際上，這種理解並不全

面。因為在清代，“十三行”這個名稱的涵義

並不是單一的，它既可以是指行商，也可以是

指行商從事對外貿易活動的一個特定的地域，

即廣州的外國商館區。瞭解“十三行”名稱的

這種雙重涵義以及廣州外國商館區之形成過

程，對於開展十三行的研究以及正確認識十三

行在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都很有必要。本文

即就此作一些闡釋。

清代“十三行”名稱的雙重涵義

清代“十三行”一名的涵義，有一個拓展變

化的過程。其最初的涵義，也是其第一重涵義，

乃是指一個商行群體。目前人們能夠見到的最早

出現“十三行”一名的中文史料，是屈大均〈廣

州竹枝詞〉中的詩句：

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兩洋，

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1)

這首詩被眾多研究者考定為清粵海關建立 (康

熙二十四年) 之前的作品
(2)
，詩中的“十三行”，明

顯是指當時一個從事對外貿易的商行群體，由 於該

群體有官方的貿易特許，故又被稱為“官商”。清

粵海關建立後至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一百多年時間

裡，十三行又被稱之為洋貨行、外洋行、洋行、

洋商等等，但其指從事對外貿易的特定商行群體

這一重涵義，卻是始終存在的。如雍正五年廣東

布政使官達在奏摺中寫道：

查廣東舊有洋貨行，名曰十三行，其實有

四五十家。
(3) 

乾隆二十二年浙江巡撫楊廷璋奏稱：

伏查粵省海關向為外番貿易市舶，設有

清代“十三行”一名具有雙重涵義，它既可以是指行商群體，也可以是指行商從事對外

貿易活動的一個特定的地域，即廣州的外國商館區。瞭解清代“十三行”名稱的這種雙重涵

義以及廣州外國商館區之形成過程，對於開展十三行的研究以及正確認識十三行在歷史中的

地位與作用，都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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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稽查周密，十三洋行世業克牙，番情

熟諳，交易頗屬相宜。
(4) 

同年閩浙總督楊應琚奏稱：

向來外洋各國商船收泊粵東貿易，因番人

與中華諺語不通，而天朝禁令與一切行市課程

亦所不諳，是以選擇身家殷實、通曉番語之人

充當行商，為之經理。又慮行商壟斷居奇，多

設行口，聽其自擇。此十三洋行所由設也。
(5)

道光年間成書的《粵海關志》中寫道：

國朝設關之初，番舶入市者僅二十餘柁。

至則勞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習，命

曰“十三行”。
(6)

現代研究十三行的學者，也多從這一涵義上來界

定十三行。如梁嘉彬在《廣東十三行考》書中

稱：

十三行原為官設牙行 (簡稱官行)，其後權

力逐漸擴充，乃成包辦洋務 (貿易與交涉) 之

團體 (初稱洋貨行，後簡稱洋行)。
(7)

吳晗謂，十三行乃早期歐人東來階段廣州商人

中“一個新興的商業資本集團”
(8)
；彭澤益寫道，

十三行之名“乃是隨着洋貨行產生的當時而出現

的一個因習俗特有的命名，用於區別於其他行口

並作為一個洋行商人行幫的統稱”
(9)
，“是洋貨

行出現時的另一俗稱”
(10)
。雖然這些學者對十三

行名稱的解釋與起源問題看法不盡相同，但都認

為它指的是一個特定的商人群體或曰行幫。

繪有“十三洋行”和外國商館建築的清道光〈粵海關志·行後口圖〉

採自梁廷枏總纂、袁鐘仁校註：《粵海關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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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十三行”名稱的另一重涵義，乃是指

行商從事對外貿易活動的一個特定的地域，即廣

州的外國商館區，或曰十三行街區。這一涵義是

對第一重涵義的拓展，出現時間較晚，是在清粵

海關建立之後才有的。目前筆者所見對十三行此

種涵義的文獻記載，最早出現於18世紀40年代。

如乾隆八年(1743)十月二十二日夜，十三行商館

區發生大火，廣東巡撫王安國在給朝廷的奏報中

寫道：

是夜南海縣屬太平門外十三行街成衣梁子

昌舖內失火，經署督臣策楞率領文武員弁督令

兵役撲救。因街道窄狹，舖店稠密，更值風勢

巨大，人力難施，以致延燒舖面一百三十餘

座，又拆毀二十六座，方得止息。
(11)

目睹這場大火的順德文士羅天尺曾作有〈冬夜珠

江舟中觀火燒十三行〉的長歌，其詩序云：

十三行在羊城太平門外，夷商貿易處也。

洋貨山積，中構番樓，備極華麗。
(12)

此後的中外文獻中，將“十三行”作為地域名稱

使用的情況即時有出現。如乾隆十五年香山張甄

陶所寫〈論澳門形勢狀〉文中稱：

近日宿冬，夷人住省竟不回澳，即在十

三行列屋而居，危樓相望，明樹番旗，十字

飄揚。
(13)

乾隆十六年 (1751) 到達廣州的瑞典商船“查理

斯王子號”上的教士彼得·奧斯貝克，在其所著

《中國和東印度群島旅行記》中言及在廣州的外

國商館時寫道：

商館是對一批建在河岸邊和河樁上的房子

的統稱，是歐洲商船在此停留時，中國商人出

租給他們的，(⋯⋯) 商館樓祇有兩層高，但非

常長，一頭伸延到河邊，另一頭對着的是十三

行街 (factory-street)。

又記：“十三行大街上有商舖，還有工匠、漆匠

和做珠母的人。”
(14)
 1779-1793年間曾三次來華、

長期在廣州擔任法國東印度公司職員的貢斯當，

在所著《中國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回憶錄》中也

寫道：

歐洲商行因其掛在高杆上的旗幟而與眾不

同，每家商行門前都有一面這樣的“幌子”。

建築這些商行的地方叫做“十三行”，該街就

被稱為“十三行街”。
(15)

道咸年間雲南文士陳徽言來粵，其〈南越遊

記〉中記曰：“珠江十三行，海外諸番互市之

所。”
(16)
 慵訥居士〈咫聞錄〉中記：“廣東十

三行街，為西洋諸國貿易之所。”
(17)
 此皆將“十

三行”作為地域名稱而使用者。

從上引史料中還可以發現，在作為地名使用

時，有時“十三行”三字後面被加上了一個“街”

字，稱之為“十三行街”。需要說明的是，“十三

行街”在當時的文獻中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當其

作為廣義使用時，指的是整個街區，即十三行商

館區，如上引慵訥居士的記述即是；而作為狹義

使用時，指的則是處於商館區北部的一條街道，

僅是整個街區的一個組成部分，如上引奧斯貝克

的記述。而且，“十三行”在作為地名使用時，

有時又與“夷館”或“十三夷館”相混。如道咸

間名士何秋濤在《朔方備乘》一書中寫道：

魏源《海國圖志》引《華事夷言》曰：“十

三間夷館，近在河邊，計有七百忽地，內住英吉

利、彌利堅、佛蘭西、領脈、綏林、荷蘭、巴

西 (原註：即巴社白頭回)、歐色特厘阿、俄

羅斯、普魯社、大呂宋、布路牙等之人。”

按此即所謂十三行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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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兩者在地域範圍上是

有廣狹之別的：“十三行”

通常指整個商館區，而“夷

館”則單指其中的外國商

館。撰寫《廣州‘番鬼’錄 

—— 締約前‘番鬼’在廣州

的情形，1825-1844》一書

的美國商人亨特就曾指出：

“商館”和“行”

這兩個詞可以通用，但

涵義不盡相同。前者祇

包括住處和辦公室，如

前所述。後者不僅包

括許多職員、廚子、信

差、過磅員等的房間，

而且包括能容納一艘船的艙貨，以及大量茶業

和絲的倉庫。外國人講到他們自己的住處時，

通常使用“商館”一詞；但當談到行商做生意

的場所時，則用“行”。
(19)

梁嘉彬在《廣東十三行考》中亦指出：

夷館係“夷人寓館”之簡稱。(⋯⋯) 夷館

全在廣州十三行街，即今十三行馬路路南。外

人至粵者，不得逾越十三行街範圍〔十三行街

為東西路，兩頭俱有關欄；內中除夷館、洋行

外，尚有無數小雜貨店、錢店、故衣 (刺繡) 

店之類，專為外人兌換銀錢及購買零星物品

而設。又有無數小街，將各夷館隔離〕
(20)

當代研究十三行的學者章文欽對此也有明確界

定：

在封建社會，行是同業商店的街區，它包括

一批經營某種特定貿易的商店，也包括商店所在

的街區。十三行屬於官設牙行，為了保證行商對

貿易的壟斷，便利對外商的約束和關稅的徵收，

必須把貿易限制在一定的街區，這個街區就是著

名的十三行。(⋯⋯) 這個街區與從事國內商業的

行有不同，既設有十三行商從事貿易的行號，又

設有專供外商居停貿易的商館。
(21)

“十三行”作為地域名稱的涵義出現之後，並

未完全取代其作為行商群體的涵義，這兩種涵義

在清代是長期並存的。也就是說，“十三行”從

最初單指行商群體，後來拓展到了兼具行商與地

域名稱的雙重涵義。這一變化反映了，在清代廣

州對外經濟、文化交往蓬勃發展的基礎上，一個

新的城市地標 —— 十三行商館區在廣州產生了。

這一商館區域作為清代前期“一口通商”的中心

所在，是當時中外貿易的集散地、西人在華活動

的主要場所和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它為廣州城市

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與元素，直接帶動了廣州西

關的繁榮，並產生了強大的輻射作用，從而引起

中外人士的普遍關注，積久而成為人們普遍使用

的地域名稱。所以在近代兩次鴉片戰爭之後，雖

然十三行行商群體已不復存在，整個外國商館區

的建築也已基本焚燬，但作為地域名稱的“十三

行街”(後改稱十三行馬路、現為十三行路)，卻

今廣州市“十三行路”街道牌，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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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保存，直至今日，彷彿時刻在喚起人們的歷

史記憶。

既然“十三行”一名在歷史上兼具行商群體

與地域名稱雙重涵義，人們在觀察和研究它時，

就必須兼顧行商與商館區這兩個方面，而不能有

所偏廢。以往學界對於十三行的研究及其歷史地

位的評判，多就行商群體或個人 (即第一種涵義

下的“十三行”) 的活動立言，而對十三行商館

區則較少予以關注。以上世紀30年代出版的梁嘉

彬著《廣東十三行考》為例，該書是國內研究十

三行的奠基性著作，其中對行商事迹、十三行制

度之沿革考訂甚詳，而對十三行商館區，則僅在

尾篇中列一小節“十三行與十三夷館”略述之，

文字甚為簡單。
(22)
 近年來國內外一些學者開始

注意對十三行商館區的研究，陸續發表了若干研

究成果。
(23)
 但是對於該商館區如何興起、演變以

及其最後毀棄的歷史過程，迄今仍然缺乏具體深

入的探索；對它在存續期間所發揮的社會功能、

與廣州城市發展變化之間的關係，以及其所帶來

的中外關係中的諸多新問題，更甚少有人加以措

意。這不能不說是迄今為止十三行學術研究中一

個有待加強的薄弱點。有鑒於此，我們在本文後

面幾個部分，將圍繞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形成過

程作一考察，以期推動這方面的研究。 

廣州十三行商館區之發端

“十三行”作為牙行或對外貿易商行群體之

名，容或如一些學者所論，在清初甚至明代就已

經出現
 (24)
，但是作為商館區而言，其發端則是在

清代開海禁、設立粵海關之後的事情。

本來，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裡，對外貿易

實行的主要是一種貢舶貿易的制度，即祇允許前

來中國朝貢的國家與地區的船隻攜帶一定的商品

與中國商人交易。如明朝政府就明確規定了各朝

貢國家的貢期、貢道、貢品數、貢舶數等，而

且“凡外夷貢者，(⋯⋯) 許帶方物，官設牙行與

民貿易，謂之互市。凡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

即不許互市”
(25)
。清初承襲明制，也不例外。根據

清政府的規定，凡由海路來華之貢使，被安置在廣

州西關十八甫的懷遠驛，貢舶所攜貨物，“在館交

易，不得於海上私自揮賣”
(26)
。而所謂的“在館

交易”，即交易祇能在明代舊有的由廣東官府管

理的懷遠驛進行，貢使必須將所帶貨物的種類、

數目“由司詳候督、撫會疏題報，俟題允日招商

發賣。其應納貨餉，候奉部行分別免徵。(⋯⋯) 

所買回國貨物，一切違禁物件不許買帶外，其應

買貨物，俱照定例聽其買回”
(27) 
。清政府對貢舶

貿易有嚴格的限制，整個的交易過程也都必須在

廣東地方官府的嚴格管理下進行，因此貢舶貿易

的規模不大。而且，為了對付佔據東南沿海的反

清勢力，清廷從順治十二年 (1655) 開始多次頒

佈禁海令，禁絕沿海商民出海貿易，順治十八年 

(1661) 開始更三次下達遷海令，強迫沿海居民遷

往內地。此時廣東的對外貿易雖沒有完全停頓，

仍保持着與暹羅、荷蘭等國的貢舶貿易，平南王

父子尚可喜、尚之信還任用沈上達等人為“王商”

進行海上走私，康熙十七年 (1678) 清廷又應葡萄

牙人的請求，暫時開放澳門至廣州的陸路貿易，

但總的來說，由於處於海禁狀態，正規貿易限制

在傳統的朝貢體制之下，海上走私又不被朝廷所

認可、無規章可言。在此狀態之下，廣州不允許

西方商人僑居，自然不會有外國商館的出現，更

遑論商館區的存在了。
(28)

臺灣成功收復之後，清廷為增加政府財政稅

收、安輯沿海百姓生活，於康熙二十三年 (1684) 

下令停止海禁，准許中外商人進行貿易，並決定

在廣東、福建、浙江和江蘇四省設立海關。次

年，粵海關在廣州正式設立，管理對外貿易及徵

收關稅。粵海關建立以後，清政府為規範和促進

中外貿易採取了若干措施。首先，停止了原來廣

州與澳門之間的陸路貿易，規定“到粵洋船及內

地商民貨物，俱由海運直抵粵門，不復仍由旱路

貿易”。
(29)
 同時，廢除原來由市舶提舉司徵稅

的制度，規定以後所有商人必須向粵海關納稅，

由粵海關監督“徵收海上出入洋船之貨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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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清政府規定了新的稅收辦法，對於貢舶貿

易准其免稅，“其餘私來貿易者，准其貿易，貿

易商人部臣照例收稅”。
(31)
 具體的徵收標準，

則仍徇舊例，按照船隻大小“照例丈抽”，但

考慮到商船“往日多載奇珍，今係雜貨”，因此

准其減免二成稅額。
(32)
 再次，清政府加強了對

從事中外貿易的中國商人的管理。康熙二十五年 

(1686)，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與粵海關監督經商

議後發佈〈分別住行貨稅〉文告，決定“設立金

絲行、洋貨行兩項貨店”，“如來廣省本地興販

一切落地貨物分為住稅，報單皆投金絲行，赴稅

課司納稅；其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分為

行稅，報單皆投洋貨行，候出海時洋商自赴關部

納稅”，並規定“如有身家殷實之人願克洋貨行

者，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換招牌，各具呈認

明給帖”，但是兩行不能混雜，“即有一人願克

二行者，亦必分別二店，各立招牌，不許混亂一

處，影射朦混，商課俱有違礙”。
(33)
 這樣，外

貿就從整個貿易行業中被單獨分離出來，實行不

同的管理制度，此即廣東洋行制度之起始。
(34) 
最

後，清政府還加強了對外國商人及商船的管理。

粵海關最初規定外國商船在澳門停泊並進行交

易，但這樣無論對粵海關徵稅還是對商人的貿易

都有不便，同時又受到澳門葡人的抵制，因此經

粵海關首任監督宜爾格圖等人題請，清廷批准將

各國來廣貿易商船“移泊黃埔”
(35)
，規定外國

商船在澳門經過檢查後，由虎門沿珠江河道航行

至黃埔停泊，其所攜貨物另僱船隻運載至廣州交

易。由於完成交易需較長時間，清政府准許外商

在廣州租賃民房居住，作為其交易場所及儲貨倉

庫。對於外商人數，清政府規定，“洋船到日，

止許正商數人與行客交易，其餘水手人等俱在船

上等候，不得登岸行走”，並由清政府“撥兵防

衛看守”。
(36)
 對於外商居住停留時間，清政府

規定，“番船貿易完日，外國人員一併遣還，不

許久留內地”。
(37)
 如果遇有特殊情形，“或因

貨物未銷，或有欠項未清，准在海關請照住冬，

於次年催令回國”。
(38)
 以上規定的實施，是中

國的對外貿易由貢舶貿易為主轉向商舶貿易為主

的重大過渡，同時它也是廣東洋行制度和外國商

館區建設的開始。

正是在這樣的變化下，外國商館陸續在廣州

出現。據西方史料記載，最早在廣州建立商館的

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早在1682年10月，英國東印

度公司就訓令來華的“卡羅萊娜號”商船，試圖

在廣州設立一座商館，但未獲成功。
 (39)
 此後東印

度公司不斷派商船來華，“在給開出商船的訓令

上多有包括前往廣州建立商館的指示，但各船最

終還是到了別的口岸”。
(40)
 康熙二十八年(1689)

東印度公司派遣“防衛號”商船來華，但商船在

抵達澳門後不久就與粵海關監督因為應繳稅額問

題發生爭論，隨後又與清兵發生嚴重衝突，未能

得到粵海關的允許進入黃埔貿易。
 (41)
 康熙三十八

年 (1699) 十月，東印度公司派出的“麥士里菲爾

德號”抵達廣州，商人們發現“廣州的政策有顯

著的變化”，“即使是滿洲人 (海關監督經常是

滿洲人) 也已經知道鼓勵貿易比之阻塞它更為有

利”。這些英國商人在廣州期間住在行商洪順官

提供的寓所，並且“和一些商人會談，又和其他商

人在法國代理人寓所會談”。他們還“自行進入城

內，詢問店舖的貨物價錢”。10月10日，“麥士里

菲爾德號”的商人在廣州租賃了一間房屋，“整個季

風期祇需五十両，並僱請僕役”。他們將“灣泊

黃埔的船艙板打開，起卸鉛，將毛織品的包裹封

口運到廣州‘我們的房子’”。
(42)
 這應是英國

商人在廣州租賃房屋居住的開始。此後，於1703

年率領一艘大的“散商”船抵達廣州的英國商人

漢密爾頓和1704年12月到達廣州的“斯特雷特

姆號”商船的大班洛克耶，都曾記述與當地行商

進行交易以及租住“行館”的情況，洛克耶還特

別提醒英國同行，如果要在廣州租賃房屋作為商

館， “對你的協定要特別留意，不要讓你的房東

在你的住處保留房間或部分地給他自己或他的朋

友住進去；因為他會窺探你的行動，他會要求從

商館中運出運入的貨物中收取3%的權利”。
(43)
 

當然以上所述英人在廣州的“商館”，還祇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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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每次前來貿易時臨時租賃的房屋，尚非正規意

義之商館。直到1715年，隨着來華商船的不斷增

加，英國東印度公司“決心要把對中國的貿易建

立在一個正常基礎之上”，於是才在廣州設置了

一個有固定員司的商館，長期駐守，“並且定期

派遣船隻”。
(44)
 按照英國東印度公司規定，廣

州商館的固定員司有主席、司庫、出口貨物總管

和入口貨物總管，並由這四人組成特別委員會。

此外是三位船貨管理員，第一位執行副司庫及買

辦的事務，第二位執行司帳職務，第三位執行秘

書職務。經常還有十位錄事，為首的一位擔任助

理秘書，其次是辦公室總管、校對員及進出口貨

物管理員助理，三位是名符其實的抄寫文卷的錄

事。
(45)
 這個廣州商館的建立，表明英國對華貿

易的新進展，可以說是中英貿易進入新階段的標

誌之一。“從此以後，英國在中國的貿易史，以

及英屬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貿易史，實際上就是

廣州商館的歷史。”
(46)

由於明末清初有許多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長期居

住在中國，與清政府關係密切，因此法國也較早在

廣州建立了商館。康熙三十七年 (1698)，法國商

船“安菲特里特號”到達廣州，是為第一艘到達

中國的法國商船 
(47)
，並且法國此年“在廣州留駐

一位代理人”
(48)
。在1699年英國商船“麥士里菲

爾德號”抵達廣州時，英國商人就曾到法國代理

人邦納克的寓所與其會談，並認為“法國人有大

的優勢，他們在此處的利益比我們現在所有的大

得多”
(49)
。1700年，法國商人為發展中法貿易組

織了中國公司，並於1704年派遣“法國總理號”

及“聖法蘭西斯號”兩艘商船來華，試圖在廣州

建立巨大貨棧，但無功而返。1712年，法國又成

立了一個新的對華貿易公司，並於1713年及1714年

先後派出“尚武號”、“杜路斯伯爵號”和“木星

號”三艘商船赴華貿易。
(50)
 1719年5月，該公司

與法國印度公司合併，並正式在廣州設立商館，

經營對華貿易。
(51)
 但是當時中法貿易的規模遠

小於中英貿易，“在整個18世紀中，它的貿易僅

限於很小的規模”。
(52)

除英、法之外， 1727年 (雍正五年)，“荷蘭

人才得准在廣州設立一個商館”。
(53)
 1730年 (雍

正八年)，西班牙在廣州設立商館。1731年 (雍正

九年)，丹麥在廣州設立商館。
(54)
 1732年 (雍正十

年)，瑞典東印度公司派遣“弗雷德里刻國王號”

商船抵達廣州後，首席大班科林·坎貝爾向崇義

行陳汀官租賃房屋，在廣州設立了瑞典商館。在

科林·坎貝爾的日記中，他提到當時西方國家在

廣州的商館除英國館、法國館外，還有荷蘭館、

丹麥館、奧斯坦德館等。
(55)

這些外國商館皆為租用行商所提供的房屋，其

地理位置集中在廣州城西南郊西濠西岸臨珠江之

地，即今十三行路以南至江邊一帶。行商之所以

選擇這一地區供外國設立商館之用，首先是考慮

到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及便利的交通條件。十三行

商館區鄰近後來的西堤，“這段江岸河水較深，

為廣州主要碼頭區，如西濠口西側即有新荳欄碼

頭”。
(56)
 此地易於興建碼頭，便利於船舶上落

貨物，這對於主要依賴船隻運送貨物的外國商人

來說是極為有利的。而且此地接近廣州西關及新

城區，周圍商貿已有一定基礎，也有利於洋商的

貨物採購。另外，這裡鄰近懷遠驛，是廣州傳統

上的外貿區域，也是行商選擇在此地興建商館的

重要原因。

外國商館相繼建立後，以其為中心，周圍建有

行商的行棧，此外還有許多房屋，“包括商舖、

作坊和離開街道很遠的婦女居住的房子”。
(57)
 這

些商舖和作坊主要也是為遠道而來的外國商人服

務的，他們可以在這裡購買到所需的生活用品及

大量中國特產，甚至還可以理髮、縫紉等。這一

區域不僅是外國商人的僑居地，而且成為中外貿

易的交易中心。

此時期外國商館在廣州設立的經過，在中文史

料中尚未見有明確的記載，不過西人在廣州租住房

屋及與行商進行交易的情況，還是有所反映的。如

1724年12月14日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兩廣

總督孔毓珣奏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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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洋船，向俱舶於近省黃埔地方，來回

輸納關稅。(⋯⋯) 臣飭令洋船到日，止許正商

數人與行客交易，其餘水手人等俱在船上等

候，不得登岸行走，撥兵防衛看守。仍飭行家

公平交易，毋得欺騙。定於十一、十二兩月內

乘風信便利，將銀貨交清，盡發回國，不許誤

其風信，致令守候。
(58)

1730年11月10日(雍正八年十月初一日)，粵海關

監督祖秉圭奏報來廣外國商船有在陽江海岸遇風

沉沒者，“隨將難商安置行家住歇”。
(59)
 1735

年9月(雍正十三年八月) 廣東巡撫楊永彬、粵海

關副監督鄭伍賽為了規範中外貿易，制定了〈海

關八條事宜〉，其中稱：“洋船進口俱在黃埔灣

泊”，“夷商到省賃行居住，每有各色小艇灣泊

行後，引誘走私。臣等嚴行示禁，凡一切小艇不

許附近洋行灣泊，以杜弊端”，“夷商置齊貨

物，必僱西瓜扁艇運赴黃埔下船，每有偷竊之

弊。(⋯⋯) 臣等飭令押船人役，於夷商落貨之

時，先將船艙驗明，艙板封釘緊密，隨後將貨箱

堆實，不許仍留艙罅”。
(60)
 直到18世紀40年代，

中文史料中才開始有廣州外國商館和商館區的具

乾隆八年署兩廣總督策楞關於十三行發生火災的奏摺(軍機處錄副奏摺)

採自《清宮廣州十三行檔案精選》，頁95，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

乾隆八年廣東巡撫王安國關於十三行發生火災的奏摺〈軍機處錄副奏摺〉

採自《明清皇宮黃埔秘檔圖鑒》(上冊)，頁170-171，暨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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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記載與描述。如乾隆八年 (1743) 十月二十二

日夜，十三行商館區發生大火，目睹這場大火

的順德文士羅天尺曾作有〈冬夜珠江舟中觀火

燒十三行〉長詩，除在詩序中明言“十三行在

羊城太平門外，夷商貿易處也。洋貨山積，中

構番樓，備極華麗”，還有描述當時商館區景

象的詩句：

廣州城郭天下雄，島夷丹服居其中。

香珠銀錢堆滿市，火布羽緞哆哪絨。

碧眼蕃官佔樓住，紅毛鬼子經年寓。

濠畔街連西角樓，洋貨如山紛雜處。
(61)

署兩廣總督策楞和廣東巡撫王安國在有關這次十

三行火災的奏報中，也分別對該街區的情況有所介

紹：“廣州府太平門外於十月二十二日夜民房失

火，(⋯⋯) 緣是夜風勢甚大，延燒居民行舖共一百

三十家，幸未傷人，惟失火之地俱係洋行，商貨被

燒尤多。”
(62)
 “是夜南海縣屬太平門外十三行街

成衣梁子昌舖內失火，(⋯⋯) 因街道窄狹，舖店稠

密，更值風勢巨大，人力難施，以致延燒舖面一百

三十餘座，又拆毀二十六座，方得止息。”
(63)
 這些

皆可反映初建時期十三行商館區的一些情況。

關於十三行商館區的興起，在時人的藝術作

品中亦可找到若干證據。現存創作於1730年前後

的一幅繪畫，描繪了從珠江上所看到的外國商館

建築，其中有英國、瑞典、荷蘭等四個國家的旗

幟。
(64)
  另有一幅廣州瑞典商館的立面圖，係1740

年繪製，圖中可見其建築形式仍為中式。
(65)

從上述情況可見，至遲到18世紀40年代初，

廣州商館區已初具雛形。當然，初建時期的廣州

商館區還甚為簡陋，“夷館”基本上仍為中式建

築。除少數幾個國家的商人長期租賃行商的房屋

建立商館外，此時期大部分外國商人祇是在貿易

期內臨時租賃房屋，貿易結束後就退租，直至下

次來華貿易才再次租賃，因此這些商館存在不確

定性，每年所租賃的房屋可能會有變化，甚至會

時斷時續。另外，在清朝政府方面，對於新出現

的外國商館及商館區，還缺乏應有的重視和周密

的管理，洋行制度亦欠完備。

十三行商館區的成型

18世紀40-70年代，是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成

型年代。這時一方面西人對於來華貿易以及廣州

商館的建設更為積極，另一方面廣東洋行制度以

及商館區的管理規章也日趨嚴密，廣州十三行商

館區遂有進一步的建設。

就西人的對華貿易特別是廣州貿易而言，18

世紀總體呈上昇的趨勢，其中英國佔據主要的地

位。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715年正式在廣州建立商

館後，每年都派有商船來廣州貿易，而且船隻的

數量和噸位遞年多在增加。有學者統計18世紀20

年代到70年代東印度公司進入廣州港船隻的年平

均噸位數，1711-1720年為每年690噸，1721-1730

年為1,380噸，1731-1740年為1,650噸，1741-1750

年為2,350噸，1751-1760年為3,300噸，1761-1770年

為5,850噸，1771-1780年為6,940噸，“六十年間，

整整增長十倍”。
(66)
 其他一些西方國家對華貿易的

積極性也在增加，除丹麥、瑞典、荷蘭、法國、西

班牙等國商人繼續在廣州進行貿易活動外，又有

普魯士於1752年派遣商船到廣州，其後“普魯士

王家艾姆敦對華亞洲貿易公司的船隻在1752-1757

年間到達中國的共計十數次”。
(67)
 此外，“德意

志的漢堡 (Hamburg)、不來梅 (Bremen)，意大利

的來航 (Leghorn)、熱那亞 (Genoa)、托斯卡納 

(Toscana) 都在18世紀中葉進入廣州貿易”。
(68)

中外之間的廣州貿易在發展，西方各國貿易

公司和商人們對廣州貿易稅制、洋行制度的不滿

和對商館區居住與活動條件改善的要求也在與日

俱增。1732年瑞典東印度公司首次來華商船上的

首席大班坎貝爾，就曾針對當時廣州貿易稅制、

商館的貨物駁運等“多次聯合各國商人或者獨自

向粵海關告狀，甚至謀求直接向兩廣總督告狀，

以獲取更大的貿易利益”
(69)
。其後不久，廣州十

三行實行保商制度，禁止非保商參與對外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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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對商館區外人的管理約束，以英國東印度公

司為首的外國商人更屢次向廣東的清朝官員提出

申訴，要求“盡力廢除一種使我們繼續受到極大

不便的制度”。
(70)
 1759年還發生了英國東印度公

司派遣職員洪仁輝北上天津呈辭、狀告粵海關勒

索陋規、海關監督不准外商稟見、行商拖欠貨銀

不還等問題的事件，在朝廷中引起軒然大波。這

些都直接影響到廣州商館區的前途與走向。在商

館建築方面，由於1743年的火災，不少外國商館

和周邊的店舖、房屋被焚，行商不得不在災後重

新進行建設，外國公司和商人也乘機參與到商館的

重建中，“開始建造半西式的居所”
(71)
，使得以夷

館為標誌的商館區建築風格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

而從清朝方面而言，商舶貿易所帶來的利益固

然越來越引起朝廷的重視和各利益集團的關注，外

國商館、商館區的出現及產生的問題也引發了一些

官員的疑慮。乾隆十五年 (1750) 香山知縣張甄陶在

〈論澳門形勢狀〉中，就曾憂心忡忡地寫道：

近日宿冬，夷人住省竟不回澳，即在十

三行列屋而居，危樓相望，明樹番旗，十字

飄揚，一望眩目，雜居狎處，既恐事端，射

利鈎奇，又妨商業。澳門在遠，猶恐他虞；

漸入省城，殊難操縱。
(72)
 

這促使廣東的洋行制度續有變化，對於外商及廣

州商館區的管理也日趨嚴格。

早在康熙朝末年，有鑒於行商在承辦中外貿易

過程中各行其是，常常因為爭攬生意彼此競爭，使

外商從中得利的情況，廣州的十六家行商曾於康熙

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1720年12月25日) 舉

行隆重儀式，成立公行，訂立盟約，要求凡屬外

洋進口貨物，統一由公行承銷；內地出口貨物，

由公行劃一價格代辦，平均支配，不許競爭。但

這種公行組織受到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大班的抗

議，同時未能參加公行的少數中國行商也與東印

度公司大班合謀“推翻公行”，使得公行制度一

時無法推行。
(73)
 到了雍正六年 (1728)，兩廣總督下

約繪於1730年的“中國的廣州”圖

採自詹姆士·奧朗奇編著、何高濟譯：《中國通商圖》，頁160，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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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行商必須“選出殷實可信之人為總行商”，以總

攬對外貿易。當時實際有四位大行商，即秀官、

唐康官、廷官及啓官，“現在他們聯合起來，並

有海關監督及其他官員支持”。
(74)
 這些大行商

承擔了當時大部分的對外貿易，他們實際上組成

了一個變相的公行組織。這種情形延續了很長時

間，而當時外國商人在廣州陸續設立的大部分商

館的房屋實際上也屬於這些大行商所有。

但是此後不斷有行商由於種種原因而破產，

中外貿易糾紛不斷。乾隆十年 (1745)，兩廣總督

兼粵海關監督策楞為加強對外商的管制及保證海

關稅收，決定實行保商制度
 (75)
，即“於各行商內

選擇殷實之人，作為保商，以專責成，亦屬慎重

錢糧之意”。
(76)
 按照保商制度的要求，每艘外

國商船進港後都必須有一名保商作保，負責外商

和船員的一切行動，包括外商應納稅款也要由保

商擔保。所有進口貨物，要由保商確定價格後，

再由各行商分領銷售。 
(77)
 這意味着清政府對外

商的限制更加嚴厲，“圍繞着外國商人的圈子越

來越緊”。
(78)
 但即便如此，外國商人也想方設法

突破限制。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十六日 (1751年7月8

日)，還發生了荷蘭商人將三名婦女帶至廣州商館

區、在瑞豐洋行居住的事。廣東地方官員對此極

為惱怒，認為“攜帶番婦同行，例當驅逐”，飭

令荷蘭人將番婦帶到澳門，等貿易完成後一同帶

領回國。事後清廷嚴令：“嗣後有夷船到澳，先

令委員查明有無婦女在船，有則立將婦女先行就

澳寓居，方准船隻入口；若藏匿不遵，即報明押

令該夷船另往他處貿易，不許進口；倘委員徇隱

不報，任其攜帶番婦來省，行商故違接待，取悅

夷人，除將委員嚴參、行商重處外，定將夷人船

貨一併驅回本國，以為違犯禁令者戒。”
(79)

由於廣州對外國商人的限制日趨嚴厲，且官

員勒索不斷增加，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乾隆二

十年 (1755) 以後逐漸增派商船前往浙江定海、

寧波等地貿易，這引起清政府的警惕。乾隆皇帝

命令將浙江等地的關稅提高一倍，以求達到不禁

自絕的效果，但是英國商船還是不斷前往該地。

浙江巡撫楊廷璋因此上奏清廷，認為“粵省海關

向為外番貿易市舶，設有監督，稽查周密，十三

洋行世業克牙，番情熟諳，交易頗屬相宜”，要

求加重關稅，阻止外國商船來浙貿易。
(80)
 乾隆二

十二年十一月 (1757年12月)，乾隆帝下旨，明令禁

止外國商船赴浙，“止許在廣東收泊交易”。
(81)
 

此後廣州成為中國唯一對西方開放通商的口岸，

獨佔中西貿易八十餘年。

西方商人在得知祇准廣州一口通商之後，極為

不滿，決定繼續派船北上。乾隆二十四年(1759)，

1740年廣州十三行的的瑞典商館立面圖

採自李國榮、林偉森主編：《清代廣州十三行紀略》，頁36，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00文 化 雜 誌 2012 

歷

史

論
清
代
﹁
十
三
行
﹂
名
稱
的
雙
重
涵
義
與
廣
州
商
館
區
之
形
成

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出洪任輝等人前往浙江定海及天

津，控訴粵海關的腐敗。乾隆帝接到狀詞後，派人

前往廣州調查，對粵海關進行了整頓，但是他對洪

任輝違令擅自遠赴天津投訴之事深為不滿，稱其  

“外借遞呈之名，陰為試探之計”，決定將內地代

寫呈辭之人正法，並將洪任輝“在澳門圈禁三年，

滿日逐回本國，不許逗留生事”。
(82)

洪任輝事件發生之後，清政府決定進一步加

強對廣州外國商人的管理與防範。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底，清廷批准了兩廣總督李侍堯所提出的五

條〈防範外夷規條〉，主要內容是：第一，“夷商

在省過冬，應請永行禁止”；第二，“夷人到粵，

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第三，“借領外夷資

本及僱倩漢人役使，並應查禁”；第四，“外夷

僱人傳遞資訊之積弊，宜請永除”；第五，“夷

船進泊處，應請酌撥營員彈壓稽查”。其中尤其

加強了對外國商館的管理：“查歷來夷商到廣，

俱係寓歇行商館內。乃近來嗜利之徒，多有將房

屋改造華麗，招留夷商，圖得厚租，任聽漢奸出

入，教唆引誘，縱令出外閑行，以致私行交易，

走漏稅餉，無弊不作。請嗣後凡非開洋行之家，

概不許寓歇，其買賣貨物，必令行商經手，方許

交易。如有縱夷人出入，以致作奸犯法者，分別

究擬。地方官不實力稽查飭禁，一併參處。查夷

商到粵，寓歇行商館內，稽查管束，原不許任意

出入。若非官充行商招引投寓，不獨勾引出入無

從覺察，而交易貨物多寡，不經行商、通事之

手，更滋弊竇。應如該督所請，嗣後令夷商歇

寓，責成現充行商館內送寓居住，加謹管束，

房屋或有不敷，並令行商自行租賃，撥人照看，

毋許出入漢奸，私相交易。但行商等不得以操縱

在己，遂有把持，短價勒掯，並令地方官留心訪

察，嚴加查禁，則奸夤既可永杜，而遠夷亦不致

苦累矣。”
(83)
 其後不久，清政府又對外商頒佈

九條禁令，進一步規範外人在廣州商館區活動及

居住的行為准則：“ (一) 外洋戰艦不得駛進虎門

水道；(二) 婦女不得攜入夷館，一切兇械火器亦

不許攜帶來省；(三) 公行不得負欠外商債務；(四) 

外人不許僱用漢人婢仆；(五) 外人不得乘轎；(六)

外人不得乘船遊河；(七) 外人不得申訴大府，事

無大小有需申訴者亦必經行商轉遞；(八) 在公行

所有之夷館內寓居之外人須受行商管束，購買貨

物須經行商之手，爾後外人不得隨時自由出入，

以免與漢奸結交私貿；(九) 通商期間過後，外

商不得在省住冬，即在通商期間內，如貨物購齊

及已賣清，便須隨同原船回國，否則(即間有因

洋貨一時難於變賣，未能收清原本，不得已留住

粵東者)亦須前往澳門居住。”
(84)
 與此差不多同

時，廣東洋行制度亦有進一步的變化。同文行潘

振承等九家行商呈請再立公行，專辦歐西商船事

務，謂之“外洋行”，以與專管暹羅貢使及貿易

的“本港行”、負責本省潮州及福建貿易的“福

潮行”相區分，“廣東十三行行商遂轉入專對歐

西諸國貿易之時期”。
(85)
 至此，廣東洋行制度和

十三行商館區的管理規則都已基本成型。

關於這一時期十三行商館區的情況，西方文

獻留有不少記載。如乾隆十六年 (1751) 8月到

達廣州的瑞典商船“查爾斯王子號”上的教士彼

得·奧斯貝克，在其所著的《中國和東印度群島

旅行記》裡記述道：

商館是歐洲人在城郊到達的第一個地方。商

館是對一批建在河岸邊和河樁上的房子的統稱，

是歐洲商船在此停留時，中國商人出租給他們

的，租期可以是五個月，也可以是一年。長時間

的逗留可能是因為偶然因素，但更多的是故意如

此，這是為了避免商船由於要立刻返回而不得不

在短時間內將全部貨物賣出，以至於同中國本地

商品一道充斥市場而造成大量存貨。

商館樓祇有兩層高，但非常長，一頭伸延

到河邊，另一頭對着的是十三行街 (factory-

street)。一些是用燒過的磚建造，另一些是由

磚和木頭建造，有時隔板和樓層地板都是用木

頭做成的，因此非常容易引起火災。(⋯⋯) 商

館看上去像是兩座平行相鄰的樓，它們之間有

一個花園。底層的地板和院子一樣是方形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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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的石頭，這些石頭上佈滿洞，水可以從這

些洞中流到河裡。樓梯是用石頭或木材做的，

屋子很高，屋頂是斜的，覆蓋瓦片，就像西班

牙的屋頂那樣。

他還描述了商館區內的其他情況，指出商館區內

有“商舖、作坊和離開街道很遠的婦女居住的房

子”，外國商人可以在這裡購買到所需的生活用

品及大量中國特產，甚至還可以理髮、縫紉，而

且“在這裡做生意除了歐洲人以外，還有當地

人、亞美尼亞人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的人。”
(86)

乾隆三十四年 (1769)  8月，英國東印度公

司的商船“普拉賽號”抵達廣州，乘坐此船的威

廉．希基後來回憶他當時在廣州的見聞：

在 (黃埔) 碇泊處看到了五艘英國船、四

艘瑞典船、六艘法國船、四艘丹麥船及三艘荷

蘭船，所有外國船都運載1200-1500噸的大量貨

物。(⋯⋯) 從黃埔往城郊約半英里有一個碼頭

或堤壩，是用磚和灰泥整齊修築而成的，半英

里長，碼頭上是各個商館或者是貨物經管員的住

處。每個商館都在門前立一根高高的旗杆，昇起

本國的旗幟。我在中國的時候，它們的順序是：

荷蘭第一，接着是法國、英國、瑞典，最後是丹

麥。這些商館，除了有一流的供餐飲的宴會廳，

即公共場所之外，還配有大小不同的套房。英國

和中國之間的貿易遠比其他國家多，所以其建築

群的範圍也是最大的。每名貨物經管員有四個漂

亮的房間；公共公寓在前面，面向河流；其他房

間在陸上二三百英尺處，寬闊的院子內，兩邊是

套房，每套又各自有獨立的門戶，附帶一個小花

園，及各種便利的設施。除了屬於東印度公司的

商館外，還有其他商館，係中國人的財產，出租

給歐洲各國的船長，以及到廣州做生意的商人和

外國人。
(87)

1779-1793年間曾三次來華、長期在廣州擔

任法國東印度公司職員的貢斯當，在所著《中

國18世紀廣州對外貿易回憶錄》中，對當時廣州

外國商館和商館區的情況也多有記述，他寫道：

廣州當局指定給外僑居住的區域，祇佔全

城的四分之一，與華人區沒有任何分隔，也沒

有任何區別。外僑每年被迫兩次往返於廣州與

澳門之間，當然要經過珠江的多條支流而到達

香山以西，穿越數個村莊和城鎮，並且可以在

澳門附近有人居住的島嶼自由活動。在廣州和

澳門，甚至允許外國人自由進入私人家庭，以

觀察其中所發生的一切，外國人可以生活在中

國人中間並與他們打交道、由中國人服務、參

與中國人的公共節慶、宗教禮儀，自由進出其

寺廟和衙門，故能自由地搜集準確而不容置疑

的資料。

歐洲商行因其掛在高杆上的旗幟而與衆不

同，每家商行門前都有一面這樣的“幌子”。

建築這些商行的地方叫做“十三行”，該街就

被稱為“十三行街”。儘管中國政府不允許任

何外國人獲取地產，但祇要他們交納租金，便

不會被以任何藉口剝奪居住權。歐洲人自己也

建商行，而且是以歐洲的方式佈置的，中國人

對此極為欣賞。

貢斯當還評論道：

中國政府對歐洲貿易體制在開始時是相當

自由和開放的，由於苛刻的稅收，官吏們貪婪

的敲詐勒索和追逐一己私利，才嚴重束縛了這

種貿易的順利發展。(⋯⋯) 中國商行們並不是

惟一與歐洲談判交易的人，他們有時作為業

主，有時又作為中介商而與夷館談判。另外

還有被稱為“半行商”的人，這些人聚斂或

鑄造錢幣，或者是經營廣州夷館需求的土特

產品，他們也與浙江、江蘇、福建的地主們

聯營，這些省份生產可供歐洲船舶裝艙的所

有產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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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史料關於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記述在此

時期仍然比較稀少，所見者基本局限於一些官方

奏摺、文書和文士們用藝術筆調所寫作的詩文。

如乾隆四十二年 (1777) 兼管粵海關的廣東巡撫

李湖向行商調查外商來廣貿易和商館區情況，廣

州八家行商聯名稟覆，寫道：

奉查“外洋夷商到廣，現在該行商等，有

無貨已銷售，不即交價，掯留夷商守候之弊”

一款。商等查外洋各國夷船到廣貿易，每於夏

約繪於1760年的“洋商館”圖

採自詹姆士·奧朗奇編著、何高濟譯：《中國通商圖》，頁160，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約繪於1760年的“珠江全景”圖

採自史密斯編、《廣州日報》國際新聞部法律室譯：《中國皇后號》，頁168，廣州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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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秋初進口，至冬季即行揚帆回國，為期不過

四五個月之久；而每年所到夷船，自二十餘隻

至三十餘隻不等，所帶貨物充塞繁多，價值累

累，商等既難先為代填，又勢難按期售清，必

須代為運往各省發賣，始能陸續歸楚。故向來

各國俱有住班夷人，凡洋船帶來各貨，皆起貯

各該夷館，一面將出口貨置買明白，裝載原船

回國。如有未經銷售貨物，即交該住班夷人留

粵料理，隨時附帶。是以乾隆二十四年間奏

定章程條內，曾經核准各國夷人數名在粵住

班，於各船出口後往嶴居住，候該國船到，

仍復來省料理各船未清事務。是價從貨出，

貨壅難銷，勢所必然。商等實無貨已銷售、

不即交價，致掯留遠夷藉口逗留之弊。又奉

查“現在夷商到廣是否俱在該行館寓歇？該

行商如何稽查出入？有無奸猾之徒擅入行館

引誘，及夷商自僱內地民人服務？”一款。

查夷商到廣，現在俱已遵照定例，在於商等行

館寓歇居住；並於行館適中之處，開闢新街一

條 
(89)
，以作範圍。街內兩旁蓋築小舖，列市

其間，凡夷人等水梢等所需零星什物，以便就

近買用，免其外出滋事。其新街及總要路口，

俱派撥行丁數十名，常川把守；一切夷人行走

概不許越出範圍之外。其閒雜人等，亦不許混

行入內。至各該夷館如搬運起下貨物，及看守

行門等項，係責成通事選派管店數人料理。其

逐日所需菜蔬食物，亦係通事結保買辦數名代

為購買。一切管店買辦人等，俱係慎擇老成信

用之人充當，不敢從中引誘。夷人並無自僱內

地民人服役；倘有其事，商等隨時查知，立

即驅斥，毋任容留。(⋯⋯) 奉查“夷商寓歇

行館，嗣後凡內地民人俱不許擅入與夷商見

面，即在行司事夥伴，亦不得與夷商閒談勾

結。如有舖戶自向夷商賒貨借貨，及領本代

置貨物，將行商一併拿究。其拖欠價銀，即

於該行商名上追賠”一款。商等遵照向例，

凡夷商一切交易事宜，俱係責成行商經手，

以杜內地民人勾結滋事，立法最為盡善。無

約繪於1780年的“廣州的外國區”圖

採自詹姆士·奧朗奇編著、何高濟譯：《中國通商圖》，頁161，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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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久玩生，內中一二庸闒之行商，懈於稽

查，遂間有舖戶潛入行館，妄生覬覦，實屬

抗玩。茲夷船將次陸續進口，籲懇憲恩俯察

定例，給示嚴行申禁，庶共知儆畏，實為恩

便！至不法舖戶民人乘間混入夷館者，均係

無籍之徒，不過些少什物私與貿易。至於大

宗貨物及資本銀両，夷人亦不敢輕為信託，

斷不肯賒價，並無給本倩其前往別處置貨。

但商等專司防範，嗣後並當加謹稽查，一概

閒人，均不得與夷人聚談交結，倘有故違，

隨時稟請拿究。並諄切開導各夷，毋致受愚

被累，仰副憲天體恤栽培。
(90)

其中所述基本可反映當時廣州商館區的管理和規

章執行情況，唯因屬於奉查稟覆，不免有官樣文

章，與實際情況可能會有一些出入，需加以辨

析。另如湖南詩人張九鉞在乾隆三十五年 (1770) 

遊覽廣州時，曾作〈番行篇〉長詩，其中有對十

三行商館區及中外貿易情況的形象描述：

1832年以前馬禮遜繪製的廣州十三行文字簡圖

採自 Patrick Conner, The Hongs of Canton, p. 112, English  Art Book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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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舶市十三行，雁翅排成蜂綴房。

珠海珠江前浩淼，錦帆錦纜日翺翔。

蜃街珊樹移瑤島，鮫織冰綃畫白洋。

別起危樓濠鏡倣，別夾奧室賈胡藏。

危樓奧市多殊式，瑰卉奇葩非一色。

靺鞨丹穿箔對圓，琉璃綠嵌窗斜勒。

莎羅彩纛天中嫋，碧玉闌干雲外直。

紅毛鬼子黃埔到，納料開艙爭走告。

蜈蚣銳艇漿橫飛，婆蘭巨捆山籠罩。

相呼相喚各不聞，或喜或嗔詎能料！

舶商色喜洋商快，合樂張筵瓶碗賽。

何船火齊木難多，何地駝雞佛鹿怪。

散入民廛旅賈招，居中駔儈公行大。

公行陽奉私飽囊，內外操贏智相若。

湖絲粵緞采離披，甌若饒瓷光錯落。

頃刻珠璣走大官，待時深玩籌奇作。
(91)

這一時期的廣州商館和商館區，在中外繪畫

及工藝品中有較前一時期更多的反映。如現存大

英博物館的一幅由華人繪製的廣州商館寫實圖

畫，約作於1760年，畫中“外國建築從左端即西

面開始，先是丹麥商館及其前面旗杆上的國旗，接

着是其他商館及中華街和豬巷，商館的位置與1840

年布朗斯通先生的地圖所標示的完全吻合”。“瑞

典、英國和荷蘭的旗幟都在各自的建築物前。祇

有這些建築物具有外國風格，其餘的則是中國風

格。有一道牆把左面的館址隔開，而且，在英國

和荷蘭商館的範圍內，有一條一直延伸到河岸的

柵欄。河岸前是木樁，到處都舖着通往河邊的石

階。商館前的地盤並不寬，前面大面積的擴展必

定是後期所為。圖中，岸上的幾個洋人的穿着是

18世紀的風格 —— 短褲、長外套，並佩劍。河

上有許多帆船和舢板。”
(92) 
另有一幅也是作於

1760年前後的水彩畫，分為四張，描繪從海珠

炮臺到廣州“夷館”之間的珠江航道全景，其第

四張所繪“建築物前面的旗幟顯示裡面不同的貿

易國。從左到右分別是：丹麥、法國、奧地利(

來自現代比利時奧斯坦德的奧地利人)、瑞典、

英國和荷蘭。”
(93)
 而大約於1780年繪於廣州的

一幅圖畫，圖中英國、荷蘭等商館的西式建築已

清晰可見，明顯具有歐洲正在流行的帕拉第奧主

義風格。
(94)
 

上述情況表明，廣州十三行商館區在18世紀

70年代已基本成型。這一新興起的廣州城市街

區，地理範圍和區內商館分佈已基本如後來馬

禮遜於19世紀前期所作之文字簡圖，即“北以十

三行街為界，南以珠江為界，東以西濠為界，西

以聯興街為界”，區內有多家外國商館和數條街

道，佔地“約51,000平方米”。
(95)
。在這個城市

街區裡，居住着當時來華的 (被葡人佔據的澳門

不計在內) 幾乎所有的西方人士，聚集着大量從事

中外貿易的中國商號和其他服務性行業的店舖、

作坊，進行着在世界上幾乎是別無二處的中西之

間的貿易往來。它是當時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中

心地，是當時廣州乃至整個中國最富有活力和特

色的城市街區。

18世紀70年代之後到19世紀前半葉，廣州十

三行商館區在基本成型的情況下，又繼有發展與

變化，因不屬本文論述範圍，此從略。

結   語

通過上述對清代“十三行”名稱雙重涵義以

及廣州外國商館區形成過程的考察分析，我們可

以初步得出以下一些認識：

(一) 清代“十三行”一名，最初乃單指在廣

州從事對外貿易的特定商人群體，後來則逐步拓

展到亦可指行商進行對外貿易活動的一個特定地

域，即廣州的外國商館區，具有了雙重涵義。正

由於此，今天我們在研究十三行時，就總體觀察

視角與研究的內涵而言，就必須兼顧行商與商館

區這兩個方面，而不能有所偏廢。祇有將上述兩

者綜合起來加以研究，探究其方方面面的利弊得

失，才能獲得對於十三行歷史的符合實際的正確

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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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既然“十三行”一名在歷史上具有雙重

涵義，今天我們在利用文獻史料和分析問題時，

就必須仔細區分其中的差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混亂。學術界已往對十三行的起源問題一直爭論

頗多，但爭論中往往將以“十三行”命名的商行

群體(即第一種涵義下的“十三行”)之起源，與

十三行商館區(第二種涵義下的“十三行”)之起

源混淆在一起，以致各說各理、互不搭界，影響

了問題的解決。其實這兩者雖有一定的關聯，但

畢竟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其起源問題不可一概而

論。本文通過考察認為，作為體現廣東洋行制度

並具有完整涵義的“十三行”(即不但是指外貿

商行、同時也是商館區地理稱謂)，實起源於清

代開海禁、建立粵海關之後。而此前歷史上雖已

有“十三行”之名存在，卻是與其性質有別之事

物，不可將兩者混為一談。

(三) 十三行商館區是經長時間逐步積累而

興起 (時間長達近一個世紀)，是在中西之間基

本保持正常貿易關係的狀態下自然生成的。它既

非清中央或地方政府在某一時間、劃定某一區域

而突然出現，也非西人通過強力或者其它手段所

刻意造成。清政府在決定開海貿易並設立粵海關

之初，祇是規定了外國商人必須租住與其交易的

行商房屋，並未限定外人居住及商館修建的地理

範圍；十三行商館區興起後，區內的政治、司法

主權完全由中國官府所掌握，土地亦為中國人所

有；十三行商館區內中外民人雜居，衆多國家人

士聚集，基本上和平、友好相處。這些都與中國

唐宋時期居留“化外人”的“蕃坊”相類似，而

與近代中國通商口岸出現之“租界”有別。

(四) 十三行商館區的興起與廣東洋行制度

的形成實相同步，並互相影響。祇有開始推行特

許行商經營對外貿易並負責外商居住、納稅等事

務的洋行制度，外人在廣賃居行棧、設立商館方

有可能，商館區才得以出現；而隨着外國商館的

建立和商館區的發展，產生出諸多貿易、居住上

的問題，使得洋行制度也隨之發生變化，逐步走

向規範。

(五) 十三行商館區的建立和行商制度的推

行，在其興起階段，無疑是一種歷史進步。它是

中國對外貿易從傳統的貢舶貿易過渡到商舶貿易

的產物，同時又對中外之間的貿易以及人際、文

化上的交流起了積極的作用，正如後來同治壬申

年 (1872) 之《南海續志》所言：“十三行互市，

天下大利也，中外之貨坌集。乾嘉之際，其極盛

者乎！”
(96)
 當然，這樣的商館區和貿易制度，

相比中國歷史上的貢舶貿易來固然有所進步，卻

因其封建性、壟斷性的存在，並不能滿足西方政

府和商人的胃口，故此亦有諸多不滿以及糾紛發

生，並為其最終毀棄埋下了禍根。

【註】
 (1)  屈大均：《屈大均全集》(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版，頁1306。

 (2)  參見下列論著：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國立編譯館

1937年版；吳晗〈評梁嘉彬著《廣東十三行考》〉，

  《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六卷第一期(1939年6月)；

汪宗衍〈十三行與屈大均廣州竹枝詞〉，《歷史研

究》1957年第6期；趙立人《〈廣東新語〉的成書年

代與十三行〉，《廣東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鄧

端本《廣州十三行名稱及起源考辨》，甄人、饒展雄

主編《廣州史志研究》，廣州出版社1993年版等。

 (3)  雍正《硃批諭旨》第13冊，頁50。轉引自彭澤益：〈清代

廣東洋行制度的起源〉，《歷史研究》1957年第1期。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合編：《清宮廣

州十三行檔案精選》，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頁103。

 (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政府合編：《明

清皇宮黃埔秘檔圖鑒》(上冊)，暨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

版，頁100。

 (6)  梁廷枏總纂、袁鐘仁校註：《粵海關志》，廣東人民出

版社2002年版，頁491。

 (7)  (8)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頁307；附錄。

 (9)  彭澤益〈清代廣東洋行制度的起源〉，《歷史研

究》1957年第1期。

 (10)  彭澤益：〈廣東十三行續探〉，《歷史研究》1981年第

4期。

 (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政府合編：《明

清皇宮黃埔秘檔圖鑒》(上冊)，暨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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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見〈署理兩廣總督策楞奏報通省收成分數並英船

開行廣州民房失火等事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輯整理：《清宮粵港澳商貿檔案全集》第2冊，中國書

店2002年版，頁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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